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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在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予知识寻租行为清晰的概念边界，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开发了知识寻租行为的测量量表，并对知识寻租行为的结构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知识寻租行为由知识垄断与知识外泄二个维度组成，该结构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本问卷是可靠的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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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have a clear concept of knowledge rent seeking behaviors based on review of past researche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argeting on knowledge workers as object,and it develops a measurement scale about knowledge rent seeking behaviors through interview,questionnaire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and the research also conduct a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rent seeking behaviors.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knowledge rent seeking behavior has a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including knowledge monopoly and knowledge leakage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hich is confirm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and the questionnaire is reliable and effective throu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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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掌握精密现代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知识型员工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他们从事的是更为内化与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他们的工作空间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因此他们的工作过程难以监督与控制（Pekala，2001）[1]。当知识型员工罔顾组织利益，利用其所掌握的专有知识，谋求超过其应得收入的利益，便会产生“知识租”（宋圭武，2000）[2]。虽然知识寻租行为在企业实践中已经较为普遍，但并未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理论研究还很欠缺，对知识寻租行为的概念界定还不是很清晰，也缺乏对其结构维度的基础性研究。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知识寻租行为与反生产行为的对比入手，论述知识寻租行为的概念边界，并对知识寻租行为的结构维度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

二、概念辨析与研究述评

宋圭武（2000）首先提出了“知识租”的概念。他认为知识租，就是知识所有者利用知识这种生产要素获得的纯收入中，超过知识这种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他同时指出，“知识租”产生的主要原因来源于知识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主要指能给知识所有者带来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垄断利益。杭雷鸣和屠梅曾（2005）[3]也指出，既然权力可以作为寻租工具，那么知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也极易成为某些员工的寻租工具，因为其符合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给出知识寻租清晰的概念边界。由于知识寻租行为与反生产行为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而且理论界对反生产行为的研究相对成熟。所以本文拟从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及其与知识寻租行为的对比入手，论述知识寻租行为的概念边界。

反生产行为是指违反组织规定，对组织或组织成员利益构成威胁的员工有意的自发行为，它的类型有辱骂他人、生产偏差、蓄意破坏、偷盗和撤退行为等（Spector & Fox, 2006）[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也开始关注知识型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主要包括泄露机密信息（Gruys & Sackett，2003）[5]，知识垄断（赵书松和喻冬，2009）[6]，出卖公司机密以获益、利用知识要挟公司以及保守知识等（彭贺，2011）[7]。可见反生产行为在知识型员工身上有特殊的表现，很多这类行为实质上已构成知识寻租行为，但由于知识寻租行为的一些关键特征，不符合被广泛认可的反生产行为的概念边界，所以不能把知识寻租行为纳入到反生产行为中。以下在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方式等7个方面对知识寻租行为与反生产行为作了详细的比较。（1）行为主体，两种行为的主体均为组织内部员工，但知识寻租行为的行为主体只是组织内部的知识型员工，因为专有的知识成为寻租的工具（杭雷鸣等，2005），而只有知识型员工才掌握关键的知识；（2）行为客体，即行为的作用对象，两种行为的行为客体不仅包括组织本身，也包括组织成员。知识寻租行为通过出卖公司机密、利用核心知识要挟公司、不向公司共享知识等途径对组织利益造成损害；也可以通过垄断知识对组织成员的利益造成危害；（3）行为方式，反生产行为既包括员工利用其专有知识而实施的不良行为，也包括利用知识以外的不良行为（彭贺，2010，2011）[8]，而知识寻租行为专门指知识型员工利用其拥有的知识而做出的不利于组织的行为；（4）行为性质，两种行为既可以是显性行为，也可以是隐性行为，而无论其是否违反组织的规章制度，也无论行为主体是否因此而受到惩罚，换句话说，两者都不以是否违反组织正式或非正式规范为判定标准；（5）行为意愿，两种行为都是自发的或蓄意的行为，受员工主观意愿支配，并非偶然发生或者来自上级的命令；（6）行为结果，知识寻租行为必须在客观上给组织成员、对组织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具有或者存在潜在危害的有意行为。即使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严重，即使行为主体并未由此受到有形处罚，也没有受到舆论或良心的无形谴责；（7）行为主体是否从中获利，反生产行为的核心是“产生消极影响”，可以认为是工作场所中各种消极行为的总和，包括攻击、人际冲突、怠工和偷窃等（Spector & Fox，2001[9]）。虽然其结果都是给组织或组织成员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行为主体却不一定从中获利，而知识寻租行为的心理动因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自身谋求超过其应得的收入，从而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综上所述，可以将知识寻租行为定义为：组织内部的知识型员工自发的或蓄意的利用所掌握的专有知识在组织内外的相对重要性，表现出的任何对自己有利而对组织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具有或者存在潜在危害的有意行为。为了方便起见，在不造成歧义的前提下，本文将“知识寻租行为”与“知识型员工的寻租行为”当作可以相互替代的两个词。
目前国内外对知识寻租行为的分类乃至结构维度的研究还极为有限，学界最初对知识寻租的关注集中在知识垄断上，Crozier（1964）[10]在著作《官僚主义现象》中提到一家法国公司的机修工为了维护其知识垄断地位，而羞辱那些希望获其专业技能的人（包括其上司）。Vining（2003）[11]认为知识垄断是企业内部市场失灵的一种现象，指出员工寻租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性，如果外部市场存在可替代的员工，则寻租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杭雷鸣和屠梅曾（2005）以组织为边界，将知识寻租行为分为：1、知识垄断。即个人知识不为组织所共享，以维护自身的知识垄断地位；2、知识外流。即将组织知识转移到外部的竞争对手或其它组织，常见有两种情况：商业机密或核心技术的泄漏，以及员工跳槽后将知识带到新公司。

李其玮和董仁涛（2007）[12]按照知识型员工所具有的知识类型，将知识寻租行为分为垄断性技术寻租行为与管理权力寻租行为。垄断性技术寻租指个人垄断技术知识的所有权而寻求有形或无形的超额利润，其行为包括：1、技术壁垒。指资深的知识型员工不愿意对组织的新进者传、帮、带；2、技术外泄。指蓄意泄漏公司的核心信息或技术机密；3、技术转移。指知识型员工跳槽后将核心知识带到新公司；4、技术阻碍。指员工为了自身利益妨碍组织内的技术沟通与协作。管理权力寻租指利用行政职权为自身寻求特殊利润，包括：1、进入壁垒。例如部门主管为了维护其组织内地位，限制技术水平比自己高的人入职；2、部门隔阂。指组织内的各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互相封锁信息或进行信息的黑箱交易，从而危害到组织的效率。

根据前文对知识寻租行为概念边界的厘定，本文按照知识的流动方向对知识寻租行为进行分类，分为两种情况：1、知识在内部的流动受阻，即员工对组织及组织成员保守知识，故意“留一手”；2、知识向组织外流出，包括在职员泄漏核心知识或员工跳槽后带走关键知识。这种分类方式与杭雷鸣和屠梅曾（2005）以组织为边界的分类相一致。

三、研究设计
（一）项目量表的设计

从知识寻租行为的定义出发，本文对知识型员工、学者进行访谈或发放开放性问卷，首先介绍关于知识寻租行为的概念，然后围绕“您认为在实践中哪些行为属于知识寻租行为”展开。由此获得管理实践中知识寻租行为的具体表现，并形成条目。对于出现频率较高的条目，与文献调查所获得的内容条目进行了对比、删减和合并，并对文献调查中没有出现的内容条目进行补充。最后挑选出来的条目必须符合下列要求：（1）条目是可观察的，（2）不同条目关注知识寻租行为的不同方面，（3）每个条目反映一个单一的概念，（4）条目与条目之间在测量意义上必须避免重复。

初始量表总计23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法（1 表示很不符合，2 表示有点不符合，3 表示不确定，4 表示有点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对项目进行反映。经过我们反复商讨研究，最后形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知识寻租行为的测量项目

	我愿意对新员工传、帮、带

	我愿意与同事分享我掌握的技术

	我不会告诉同事错误的技术知识

	我不会告诉同事无用的技术知识

	如果同事犯了错误，我通常会提示他

	我愿意将知识与企业内其他部门分享

	在涉及核心知识的工作上，我愿意与公司其他部门合作

	在技术上，我不会故意“留一手”，以防止他人超越自己

	即使我有相应权力，我也不会限制专业知识高于自己的员工入职

	即使可以，我也不会故意孤立与我竞争的同事

	我不愿意向其他组织泄露我所掌握的公司核心技术

	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提供客户信息以获利

	我不会将公司开发的技术卖给其它公司

	因为我掌握关键知识或技术，我计划向公司要求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待遇

	如果可以，我希望利用公司资源私下研发，申报个人专利

	如果可以，我希望利用自己专有知识，给同行业竞争公司培训获利

	如果可以，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外人合作创立企业获利

	如果跳槽，我会将将我掌握的技术带给新的竞争性公司

	我希望将自己的专业职称挂靠在其它公司，获取报酬

	我希望经过公司专业培训后，离职去我心仪的同行业其他公司

	在上班时间我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干私活

	我有时会利用掌握的客户资源，销售其它公司的产品

	我有时会利用公司客户关系，揽业务给其它公司获取提成


（二）初试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由于知识寻租行为对个人而言属于敏感性问题，甚至是极为隐私的问题，被访者在作答时可能会担心影响其职业发展而虚假作答。因此在问卷设计时，我们在初试问卷中夹杂使用了部分反向题，使提问语气变得更为平和。为了降低被访者的抗拒心理，问卷由研究者本人发放及回收，或者委托专人发放，力求避免在被访者的工作场所发放，并说明“本次调研的问卷设计、统计分析”均由作者进行。在问卷指导语中，被调查者被告知“本问卷不记姓名，不要求您提供详细的数据，填写的内容不会涉及您所在企业的商业秘密，不会给您以及您所在的企业带来任何麻烦”等。

问卷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对象是在企业工作1年以上的知识型员工，发放150份知识型员工寻租行为的初试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2份，回收率81.3%。

（三）预试结果分析及形成正式问卷

在对预试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适合度检验，SPSS软件的分析结果表2表明，KMO值为0.865，表示达到良好的指标，即量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917.343，自由度为253，显著性概率值p=0.000，达到非常显著水平，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表明量表有共同因素存在，调查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865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917.343

	
	df
	253

	
	Sig.
	.000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用正交方差极大化法进行因素旋转。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初始问卷的结构并不十分理想，表现为部分条目在因子上的负荷过低（小于0.4）。这说明需要对问卷进行修改，通过剔除载荷过低、严重双负载的条目，每删除一个条目都重新进行因素分析，共删除条目7、9、10、11、12、13、14，最终形成16个条目的正式问卷，为下一步进行正式调查作好准备。

四、研究结果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向在企业工作一年以上的知识型员工发放正式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对象至少有1年工作经验，职业包括软件程序员、网络工程师、工程技术员、律师、广告设计师、市场营销专员、销售人员等。问卷发放主要分两种方式：研究者亲自现场发放纸质问卷，网络在线填写。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56份，回收率为85.3%。问卷的知识型员工人口学变量基本信息如表3所示。

表3 知识型员工人口学变量基本信息

	变量
	水平
	百分比
	频率

	性别
	男
	65.6
	168

	
	女
	34.4
	88

	年龄
	25岁以下
	19.9
	51

	
	25-30岁
	34.4
	88

	学历水平

工作年限

行业

行业

工作岗位

职位级别


	31-40岁

41-50岁

高中、大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1年以下

1至5年

5到10年

11年以上

IT

金融、会计

广告

法律

咨询、培训

生产制造

贸易

其他

工程技术  

      产品研发  

生产  

市场营销  

财会  

咨询或培训  

创意设计

翻译

其他

普通职员

基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高层管理者
	26.6

19.1

5.5

14.5

48.4

31.6

18.0

27.3

40.6

14.1

18.7

19.1

3.9

14.1

10.2

14.8

9.0

10.2

14.5

5.9

5.1

25

8.2

16.4

6.6

7.8

10.5

47.7

38.7

11.7

1.9
	68

49

14

37

124

81

46

70

104

36

48

49

10

36

26

38

23

26

37

15

13

64

21

42

17

20

27

122

99

30

5


在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先计算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表4结果显示：KMO值为0.895，量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629.625，自由度为120，显著性概率值p=0.000，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调查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895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29.625

	
	df
	120

	
	Sig.
	.000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抽取因素，使用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25次迭代后收敛，以特征根大于1为提取因素的标准来确定条目和因素。结果表明，知识寻租行为的内容结构呈现出清晰的两因素结构，共有16个条目组成，方差解释率为67.589，如表5所示。

表5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8.346
	52.162
	52.162
	8.346
	52.162
	52.162
	5.818
	36.365
	36.365

	2
	2.468
	15.427
	67.589
	2.468
	15.427
	67.589
	4.996
	31.224
	67.589

	3
	1.111
	6.946
	74.535
	
	
	
	
	
	

	4
	.725
	4.529
	79.065
	
	
	
	
	
	

	5
	.582
	3.636
	82.701
	
	
	
	
	
	

	6
	.521
	3.259
	85.960
	
	
	
	
	
	

	7
	.388
	2.426
	88.386
	
	
	
	
	
	

	8
	.342
	2.139
	90.525
	
	
	
	
	
	

	9
	.320
	1.999
	92.524
	
	
	
	
	
	

	10
	.247
	1.545
	94.069
	
	
	
	
	
	

	11
	.226
	1.415
	95.484
	
	
	
	
	
	

	12
	.200
	1.247
	96.731
	
	
	
	
	
	

	13
	.180
	1.123
	97.854
	
	
	
	
	
	

	14
	.140
	.872
	98.726
	
	
	
	
	
	

	15
	.118
	.737
	99.464
	
	
	
	
	
	

	16
	.086
	.536
	100.000
	
	
	
	
	
	


表6 结构因素分析结果

	条目
	条目负荷
	共同度

	
	F1
	F2
	

	01
	　
	.826
	.747

	02
	　
	.825
	.730

	03
	　
	.860
	.805

	04
	　
	.872
	.801

	05
	　
	.756
	.578

	06
	　
	.796
	.709

	07
	　
	.673
	.649

	08
	.740
	　
	.575

	09
	.792
	　
	.703

	10
	.764
	　
	.617

	11
	.696
	　
	.496

	12
	.790
	　
	.677

	13
	.747
	　
	.667

	14
	.800
	　
	.689

	15
	.805
	　
	.700

	16
	.780
	　
	.67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6显示，知识寻租行为分为两个因素，其特征值分别为5.818和4.996，解释变异量分别为36.365%和31.224%，累积解释变异量为36.365%和67.589%。我们将这两个因素命名为知识垄断与知识外泄。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该部分研究抽取了122份样本，对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知识寻租行为的两维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以验证该模型的合理性。根据因子分析的研究结果，利用Amos18.0统计软件绘制出知识寻租行为两维度的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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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知识寻租行为的两维度拟合模型图

本文参考公认的标准，采用CMIN/df，GFI，CFI，IFI和TLI对模型的可接受性进行判别。基于Amos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较好的拟合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两维度模型证明是稳定、可靠的。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CMIN/df是指卡方自由度比值。卡方自由度比值愈小，表示假设模型的协方差与观察数据愈适配，相对的，卡方自由度比值愈大，表示模型的适配度愈差。本假设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值为2.098，接近于2，模型拟合较好。GFI为适配度指数，GFI数值介于0-1之间，其值愈接近1，表示模型的适配度愈佳。本假设模型的GFI值为0.833，大于0.8，提示模型拟合较好。CFI为比较适配指标，IFI为增值适配指数，TLI为非规准适配指数，它们的值一般介于0与1之间，愈接近1表示模型适配度愈佳，愈小表示模型契合度愈差。本假设模型的CFI值为0.935、IFI值为0.936、TLI值为0.918，均大于0.9，提示模型拟合较好。

（三）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信度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有关类似李克特量表的信度估计，采用最多的为科隆巴赫系数，又称内部一致性系数。一般认为科隆巴赫系数越大，则量表越稳定。根据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如果信度系数在0.80以上，表明问卷具有比较高的信度。SPSS分析结果表7表明，本量表信度均在0.90以上，远高于心理测量学的最低水平0.70，表明量表的稳定性好。

表7 量表的信度检验

	维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
	条目数

	知识垄断

知识外泄
	0.931
	7

	
	0.930
	9


根据正式问卷回收数据所形成的因素负荷（见表6），可以看出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两个因素很好地解释了各自所包含的条目。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的寻租行为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严重的损害企业的利益，目前理论界对知识寻租行为的研究还很欠缺。所以，本研究厘定知识寻租行为的概念边界，探索它的结构维度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可以引起企业管理人员重视知识寻租行为，并帮助其更好的识别这种行为，以减少知识寻租行为给企业利益带来的危害。

本研究从反生产行为和知识寻租行为的对比角度出发，给出知识寻租行为的清晰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开放性问卷与专家访谈形成对知识寻租行为的初始问卷条目，然后对初始问卷进行合适度检验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那些载荷过低、严重双负载的条目，最终形成了包括16个条目的知识寻租行为调查问卷。然后向至少有1年工作经验的知识型员工发放正式问卷，收集大样本的数据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寻租行为包括两个因素：知识垄断与知识外泄。其中：知识垄断指知识型员工故意对组织及组织成员保守知识，以维持其知识垄断地位。具体表现包括不愿意对新员工传、帮、带；不愿与同事或组织其他部门分享知识；对犯了错的同事不予指正；在技术上“留一手”等等。知识外泄指知识型员工利用自己的专有知识获利而罔顾组织利益或跳槽时带着关键知识到新公司。具体表现为给同行公司培训获利；利用公司资源私下搞研发；工作时间干私活“创收”；离职时带着核心知识到新公司；与外人合作开办竞争性公司等等。最后通过验证性分析及信效度分析表明，该结构模型稳定、可靠。

本研究对知识寻租结构维度的实证研究拓展了理论构想的宽度。比如知识外泄不一定表现为向组织外企业出卖核心技术，通过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在当前的管理实践中，知识外泄表现得更为多样化且隐秘，比方说给同行公司培训获利、利有公司资源私下搞研发、工作时间干私活“创收”等等。这说明随着知识产业的繁荣以及对社会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知识型员工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不一定采用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如泄露机密），尽管这些行为往往不为组织所欢迎。这提示企业管理人员为了保护好企业的核心知识，应该着眼于更多的方面，对知识型员工给予更多的规范和指导。另外，本研究也验证了知识寻租行为的一些边界限定。比如在初始试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运用权力限制专业知识高于自己的员工入职”被剔除，证明了知识寻租行为的方式是运用知识，而不是运用其他资源，如行政权力等。

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存在如下：第一、本研究在变量的测量上采用自陈量表的形式，涉及敏感甚至是隐私的问题，尽管对问卷的提问项目进行了调整以降低抗拒心理，对问卷的发放填答过程也进行了严格把关，然而被访者仍然存在不据实填答的可能，尤其在知识寻租行为部分。在其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访问研究对象的同事、上级，或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单独的深入访谈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第二、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广东的珠三角地区，获得的调查数据可能存在片面性，今后可尝试在更大的泛围内对本研究模型进行验证。另外，由于研究时间限制，样本量不够大，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一定影响，这些都是以后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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